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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

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 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

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 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
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 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

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

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

“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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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 ４０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对应，中国的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不足 ２０％迅速提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４．７２％，平均每年增加 １ 个多百分点，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表征。 其中，“大国大城” ［１］

的路径选择，表达了地方政府“大城市偏好”的普遍事实。 尽管大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是否必然促进经济发展尚未形成定论，但因大城市不断扩张所引发的城乡分配不均、城市发展

不平衡、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则日益凸显 ［２］ 。
在经济学领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涓滴经济学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理论。 刘易斯 ［３］ 指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部门的转移，农业人

口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迁移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收

敛于均衡工资率，经济二元性消失。 所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

力、释放农村生产力。 涓滴理论则基于其市场信念而天然地假设，充分的市场竞争因要素报酬

的边际递减而诱致要素流动，要素回报率的收敛特征将实现区域均衡。 因此，大城市的繁荣将

通过要素流动和投资、消费实现向落后或贫困农村地区的涓滴。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范式，诸多

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试图以工业化与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应该认识

到，无论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涓滴经济学，均表达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内生于城市现代经济

部门发展的理论主张；城乡融合发展依赖于城市充分扩张过后的要素回报率的收敛，也表达了

农业农村在融合过程中的被动性地位。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初期发展资源和资金的有限性，被迫选择集中资源优势

发展工业和推进城市增长极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放松户籍制度，允许人口流动和自由择业，
消解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打破中国区域经济低水平均衡格局，实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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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涓滴思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而

实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策略。 然而，以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并由此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表现在：第一，城乡的人口流动并未有效收敛城乡劳动力的工资率，反
而加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３６ 扩大到了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３３
的峰值，基尼系数显著高于国际警戒线；在工农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情境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农

民工反向流动现象，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存在极

大错位。 第二，基于涓滴思想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反而不断加

剧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与社会群体之间的“马太效应” 。 农民获得感不足、农村凋敝、农业边

缘化问题愈加突出 ［４－６］ 。 显然，以“大国大城”的城市化模式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并非符合中国

国情的恰当的战略选择。
本质上而言，中国的城乡问题不仅面临着解决要素流动和财富享益的“纯”经济难境，而且

同时面临着历史遗产和制度基因的双重裹挟。 古代中国“内城” “外乡”的持久性对立以及区域

性分割所固化的历史遗产，构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心理隔阂和意识障碍，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存

在城乡社会结构的“认同距离” ；当代中国城市的等级产权体制，决定了大城市具备资源竞争优

势并形成对周边区域的虹吸和扩张，对近邻城乡居民产生“相对剥夺” 。 城市具有土地城镇化

的强烈激励但缺乏人口城镇化的内在动机，加剧了城乡关系扭曲，由此形成的中国城乡发展基

本格局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差距不断扩

大，农业农村依然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陷入多重困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 ２０２２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 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

“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既是中国特色城镇化体系转型的阶段性趋势，也是

加快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新型城镇化应该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乡村

“镇”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本文关注两大主流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背离，一方面揭示中国“城”与“乡”关系演化的历史

遗产及其影响，另一方面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情境中的产权根源及其约束，从而在深刻理

解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的内生性与特殊性基础上，阐明县域城镇化、县域经济以及县域内城乡融

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农民福利改善的发展价值，由此深化对中国的城镇化与县域内城乡融合发

展的基本认识。

二、中国情境：理论与现实的反差

中国“城”与“乡”的区域空间和发展边界明显，呈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 刘易斯的“二元结

构理论”与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涓滴经济学思想是打破城乡发展界限、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但两大理论主张均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现实相背离。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神话”
刘易斯 ［３］ 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并将二元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一

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部门” ；二是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较高的

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 。 其中，传统部门中存在可以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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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根

源。 刘易斯指出，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境下，现代部门通过对传统部门低效劳动力的吸纳实现

工资率的平滑和收敛，从而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 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

门的流动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我国长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共

同构成的“三套马车”制度安排阻隔了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体制更为明显 ［７］ 。 改革开放之后，
放松户籍制度，赋予广大农民自由流动和择业的发展权利，引领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成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明显的变化是，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逐渐成为

农民家庭收益的主要来源，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改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

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占比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３．１％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５．３％；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占比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６．２％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６．７％。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表明，我国从事农业经营的纯农

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已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６．３％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３．７％，完全非农的农户占比

也相应由 ７．５％增长至 ９．６％①。
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总体上与刘易斯所揭示的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相

吻合 ［８］ ，但并未呈现出长期的一致性。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我国

农民工的年均增长率为 ２．３５％，但同期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速仅为 １．９９％，且增速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５％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０．９２％。 相反，本地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速为 ２．９３％，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０．６６％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０．７１％。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

流动农民工数量以年均 ３．４５％的速度增长，而跨省农民工年均增速只有 １．０９％，并且跨省流动

农民工增速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７１％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１．１３％。 可见，在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的

背景下，工资率并未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刘易斯模型似乎在中国出现了“失灵” 。
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与市场的同质性。 应该认识到中国城乡

人口流动的特殊性：第一，中国城乡分割存在着多重的历史和制度诱因，“城” “乡”的割裂格局

是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和城市化进程诸多问题的重要致因 ［９－１０］ ；第二，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不仅仅

是生产力差异问题，所有制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一般的市场化、工业化过程难以破解二元困

局；第三，城市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效率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并不完全匹配，现代市

场经济正逐步诱导资金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流动，削弱了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

会。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密集，生活压力巨大，失业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农村

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农村凋敝且出现边缘化现象，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很大，城乡融合发展陷入困

境。 显然，有必要对中国发展情境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对接进行必要的反思。
（二）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涓滴经济学思想

缪尔达尔 ［１１］ 提出的扩散效应与赫希曼 ［１２］ 提出的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共同形成了“缪尔达

尔－赫希曼”模型，并用于分析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问题。 由此形成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欠发

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两种作用力：一是极化效应（回波效应） ，表现为发展资源和

生产要素从低发展水平区域向高发展水平地区的“向上”汇聚，但同时将诱发区域间更大的发

展不均衡和公平缺失；二是涓滴效应（扩散效应） ，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通过资源禀

赋、生产要素的“向下”流动惠及周边发展不充分地区，实现区域间的融合发展与均衡发展。 所

以，“极化”与“扩散”表达了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 威廉姆森 ［１３］ 指出，在区域

发展的起步时期，极化效应出现并带来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二元结构特征突出。 进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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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发布的《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 （历

年） 。



成熟期，扩散效应将引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趋于收敛与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为

方法论，选择了非均衡的发展路径。 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线

索，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表象。 其中，大城市的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 “发动

机” 。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３ 年人口规模超过 ５００ 万的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数的

５．２３％，２００８ 年占比为 ２１．３９％，２０１８ 年占比达到 ３０．８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名义 ＧＤＰ 增长

了 ６１ 倍，人均名义 ＧＤＰ 增长了 ４９ 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 ３１
倍和 ２８ 倍。 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对应，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期的 ０．２ 上升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０．４３７ ［１４］ ，进入 ２１ 世纪，基尼系数于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０．４９１ 的峰值，之
后则一直维持在 ０．４６ 以上的高位水平，２０２０ 年依然高达 ０．４６８，远高于 ０．４ 的国际警戒线。 与

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 １９８２ 年的 １．９８（以农民收入为 １）一路扩大到 ２００９ 年 ３．３３ 的峰

值，此后一直维持在 ２．５ 以上的水平，２０２０ 年依然高达 ２．５６。 不仅如此，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

展模式也导致进城务工门槛不断提升，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分享“涓流”也愈发成为“奢望” 。 数

据显示，５０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左右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７．３％，１６ ～ ３０ 岁的年轻

农民工占比则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６％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１． ２％，目前 ５０％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超过

４５ 岁①。
显然，“极化—扩散”理论以及“涓滴经济学”并未带来中国城乡的融合发展，也未能有效实

现城乡共同富裕。 事实上，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资本的垄断天性、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异质

性，以及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增长红利及其涓流效应不仅难以填补“资本鸿沟”所决定的财富差

距，甚至也难以填补由劳动能力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卢卡斯悖论”已经宣告了上述传统

策略的失败。 卢卡斯 ［１５］ 基于对美国与印度的研究发现，１９９８ 年印度的资本边际报酬率是美国

的 ５８ 倍，如此大的报酬差异却没有吸引美国的资本流向印度，这不仅为“涓滴经济学”提供了反

证，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环境、经济结构、金融体系与人力资本在要素流动及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 发展的实践证明，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其极化发展的现代化成果诱

发了不断恶化的“回波效应” 和“马太效应” ，而并未实现极化之后的 “扩散效应” 和 “涓滴效

应” ，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分配和发展权利享益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因此，“涓滴效应”理论不可

能成为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良策。

三、历史与现实：城乡融合的内生性难境

中国城乡问题由来已久，其不仅关联到历史遗产，而且深陷现实难境。 “城”与“乡”历史阻

隔与对立、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约束使得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存在着内生性、结构性的约束。
（一）城乡阻隔与对立：历史遗产

《管子·度地》中言道，“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 ，国中之人被分为三类群

体，内城城墙将君主和民众隔开，外城城墙将“城中之众”和“乡野之众”隔开。 其中，“乡野之

众”即为城市之外的农民大众。 “城中之众”和“乡野之众”共同“拱卫”君主，“乡野之众”供养

城内之人，形成了层层“控制”和“剥夺”的等级关系。 事实上，城墙不仅是作为分隔城市与乡村

的物理标识，更是城乡居民之间的等级分隔之墙、心理隔阂之墙。 正如费孝通先生 ［１６］ 所言：“乡

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乡下佬’ ，是‘愚’且‘私’的” 。 所以，中国城乡分割困局从来就不是单

维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而是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行动秩序等诸多维度的“城乡二元”与“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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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 。
第一，城与乡的制度性分割。 自古至今，中国城市的形成与存续及其变迁逻辑一直是“未解

之谜” 。 主流的认识是，中国城市起源于政治权力的维护和拓展，而非产业结构分化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结果。 其中，城市的建造与形成是维系统治权力的制度性保障。 正如布罗代尔 ［１７］ 所描

绘的中国城市状况：“城墙成为监视民众的设施，城墙内侧有宽阔的马道，顷刻间可以动员骑兵

和步兵登上城头，居高临下控制局势，城墙包围着城市，划定它的范围，提供保护，也标志界限和

边境。”事实上，古代的城市往往是行政中心和权力中心，是统治权力运行和施展的场所，彰显其

政治地位，使其成为驾驭四海万方的统治工具 ［１８］ 。 大小不同的城市成为各地有序层级的中心，
共同组合成庞大的控制网络，通过集聚的社会权力实现对城外分散乡村的管制并汲取其资源与

财富。 可以说，城乡的历史关系中总是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防范和排斥、城市剥削乡村的内生

性对立基因 ［９］ 。 因此，城乡融合在中国的文化道统和历史轨迹中是不存在的，期望通过打开城

门促进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历史伪命题。
第二，村庄的自我封闭性质。 在中国的语境中，乡村可特指村庄聚落，也可指广阔的非城市

地域，其既可表达为空间上的地理单元，也可以表达为农业生产的经济单元、因血缘地缘而聚集

的社会单元和行政力量宗族等级交织的政治单元 ［１９］ 。 乡村从来不是单维的农民汇聚的生存空

间，而是融合了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复合关系所形成的多元集合体 ［２０］ 。 成员之间的交流频

繁、关系密切，思想感情较为一致，形成相对封闭且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 ［１８］ 。 一方面，长期的聚

居生活形成了“熟人社会形态” ，并由此演化出基于抵御外来侵害、自然威胁及与之关联的生产

互助生存体系、社会交往秩序；另一方面，内圈生活使得村庄具有封闭性，对外亦具有排斥性、排
他性。 正因此，决定了村庄开放与城乡融合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和演化的漫长性。

可见，中国城乡融合是被历史遗产所定性的发展难题。 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城市与乡村

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城乡融合” ，也没有“城乡连续体” 。 因此，理解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清晰

识别城乡“隔阂” ，改变历史性的城乡关系，重新定义城乡融合这一历史命题。
（二）城市“中心化”的等级产权制度：制度基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高（行政）
等级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而以地级市尤其是以县城为主体的中低等级城市的体量增长相对缓

慢 ［２１］ 。 城市规模往往是与行政等级显著相关的，呈现出明显的行政中心分布格局 ［２２］ 。 不同行

政等级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行政资源及其控制权，使得城市的发展机会与选择空间迥然不同 ［２３］ 。
在等级产权中，中心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聚集与规模效应获取竞争优势，把上级政府放松的

资源控制权截留在本级城市，而且还通过行政管制与“土政策”获得“产权租金” 。 例如：选择性

扩大城区范围，以开发区名义占有优势区位与优质资源，禁止低级别城镇设立开发区，通过垄断

一级市场获取土地财政，等等。 等级产权制度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剧了城乡关系的扭曲。
第一，分税制与土地财政。 １９９４ 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其核心是财政分权 ［２４］ 。 所谓财政分

权，是指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

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伴随着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的自给率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０．７８ 迅速增长为 １９９４ 年的 １． ８４，而地方财政自给率则由 １９９３ 年的 １． ００ 猛降为

１９９４ 年的 ０． ２４，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２． ６％ 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７６．９％ ［２４］ 。 财权上交与事权下移，迫使地方政府选择了通过发展建筑业和增加预算外的收费项

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来寻求新的生财之道 ［２５］ 。 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追求 ＧＤＰ 以扩大地方财政

规模来增加预算内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 ，以土地开发为主要形

式进行“城市经营”以增加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收入的增加。 由此，以城市土地扩张带动经济

增长成为普遍的发展模式 ［２］ 。 “大城市偏好”不仅加剧了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的扭曲，而且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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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乡村发展的严重滞后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２６］ 。
第二，区际竞争与城市扩张。 分税制改革后，由经济增长政绩与弥补财政缺口所决定的双

重激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机制，并进一步演变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为增长而竞争”
的模式 ［２７］ 。 一方面，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由过去的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

为主，从而激励地方政府参与“晋升锦标赛” ，积极追求 ＧＤＰ 增长绩效 ［２８－２９］ ；另一方面，财政的

分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放在重要位置，包括占地扩张进行招商引资、圈地造城获取

“土地财政”等。 由此，建设大城市成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普遍偏好，具体措施有：一是通过

出台促进城市发展的偏向性政策，推动二、三产业发展，扩大税基规模；二是出台“低地价”甚至

“零地价”等各项优惠政策，诱发招商引资的激烈区际竞争；三是利用征地控制权与土地一级市

场垄断权获取土地价格“剪刀差” ，追求土地财政与土地融资。 这些措施在带来城市急剧扩张

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民的发展权益和社会福利。 数据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全国城镇

面积扩大了 ５０％，而城镇人口只增加了 ２６％ ［３０］ 。 可见，以土地财政所诱导的“大国大城”发展

模式，通过广泛动员农村资源（土地与农民工）支撑城市的快速发展，却形成了等级体系中小城

镇的发展短板。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从根本上而言也是以人为基础的城乡融

合。 无论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遗产，还是“大国大城”演进的制度逻辑，均具有重要的路径依

赖性质。 由历史路径与制度路径所形成的内生性约束，决定了要在全局上诱导城乡融合发展，
必然是极为缓慢的渐进性变革的漫长过程。 因此，加快推进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寻求“大

国大城”之外的全新发展思路和实践模式。

四、新的机会：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我国

十四亿多人口将如何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寻求科学可行的道路模式与发

展路径。 正因为中国城乡融合面临着先天性历史基因与后天性制度约束的双重难境，所以对于

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并在宏观上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与突破口选择。 众

所周知，即使中国的户籍城镇化整体上达到 ＯＥＣＤ 国家 ７０％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农村人口至少

还有 ４．２ 亿人，远超美国总人口数。 因此，从“大国大城”转向“大国小城” ，推进以县城为载体

的城乡融合发展，应该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阶段性策略。
（一） “做大”县城：构建城乡融合新发展载体

“郡县治，天下安” ，以县城为代表的小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主战场。 城乡分割、对立的历史形态突出了县城在城乡融合发展和推

动乡村振兴中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和独特价值。 从地理空间来看，县城是城镇地区和乡村地区的

汇通地带，社会结构性互动频繁、城乡联系密切；从经济功能来看，县城是农产品的第一级市场

（产地市场） ，也往往具备一定的工商业基础，为城乡产业融合和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优良条

件；从行政治理来看，县城长期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具备

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 总的来说，县城作为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国家和社会的联结点，以
其为载体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较之于其上的省市和其下的乡镇更具稳定性和发展优势。
因此，必须“做大”县城，构建以县城为核心的城乡融合新发展载体。

“做大”县城必须有效动员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积极性，积极整合二元区域的资源优势。 一

方面，对接城市。 作为城乡衔接地带，特殊的区位优势可以依托大城市资本优势，承接城市产业

转移，融入城市产业链和价值链，创造就业机会，释放农民近距离非农转移的发展权利。 完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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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医疗、教育、住房和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社会服务体系健全完整、生态环境优美舒适的

宜居城市，吸纳向往低密度人口生活的城市居民、不具备大城市购房资格或支付能力的务工人

员，以及向往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前往安家落户，聚集人力资本，储备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口红

利。 另一方面，对接农村。 畅通农产品的市场之门，发挥县城既临近农产品产地，又临近城市消

费者群体优势，构建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县城农庄，利用县城工商业基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

务业，积极拓展农业价值属性和多元功能，建设以县城为核心中枢的城市高质量农产品供应基

地，壮大县城经济发展规模。
（二）盘活村庄：打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之门

本质上而言，“大城市偏好”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服务好广大农民群体，更未能“济”农民之所

急，“供”农民之所需。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产业的“辅助性”地位造成了农业从业者的低收益，
农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大量流失，城乡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农民参与感不足，
农村凋敝，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加突出。 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要推进农村的城镇

化，其重点是有效盘活村庄资源，激发村庄经济活力，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盘活村庄的关键，一是要打开畅通城乡土地要素双向流动之门，加快农村“三块地”制度改

革，撬动盘活农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价值属性。 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

度，保障农民承包权，进一步放活经营权；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鼓励依法依

规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通过村庄资源盘活拓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推进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二是要打开畅通城乡资金要素双向流动之门。 包

括：加大财政资金向农村地区的偏移和投入力度，利用财政资金为乡村“输血” ；完善乡村金融

服务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利用金融资金、社会资本为乡村“造血” ；推动农村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利用集体资本为乡村“活血” 。 三是要打开畅通城乡人力资本要素双向流动之

门。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

队伍在农村壮大发展，鼓励外部企业家进入农村，有效盘活农村土地与资产。 四是要打开激活

农村生态人文资源开发之门。 农业不仅具有生产功能，更具有生态、人文和服务等多维功能，要
构建有效交易平台，释放农村生态、人文资产的价值红利。

自古以来，县城就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具有整合县域内农村聚落资

源的核心作用，县城和村落及农民之间很少存在文化隔阂与心理距离，往往具有一体化的同质

特性 ［１９］ 。 事实上，县域城镇化在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农村的城镇化，县域内城乡融合是发挥和整

合城市与村庄各自比较优势并保障农民福利最大化的可行路径。

五、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福利效应：实证证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 。 ＣＬＤＳ 数据的样本覆盖了中国 ２９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
西藏、海南） ，对村庄社区结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特征进行系统监测。 ２０１８ 年 ＣＬＤＳ 数据集共

包括 ３６８ 份村居社区问卷，１３５０１ 份家庭问卷，１６５３７ 份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 鉴于本文所关注

的是城乡融合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平感和满意度的影响，课题组整理获得 １３７０１ 个有

效个体样本。 其中，农村样本 ９４８６ 个，城市样本 ４２１５ 个。 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存在部分变量数

据缺失，最终各个模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此外，县城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县域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居民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安全感来刻画居民个体的整体福利感

２２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知，还进一步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刻画城乡居民的经济发展公平享益程度和共同富裕水平。
２．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城人口的相对规模和县域经济规模，它们分别刻

画“做大”县城的成效、县域城乡融合状况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３．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居民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

康状况）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成员数、家庭男性占比、１６ 岁以下和 ６０ 岁以上家庭成员占比） 、家
庭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关系情况（家中党员数、礼金支出额） 。 变量定义与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 很不幸福 ＝ １；不幸福 ＝ ２；一般 ＝ ３；幸福 ＝ ４；很幸福 ＝ ５ ３．７９１ ０．８７８

　 公平感 很不公平 ＝ １；不公平 ＝ ２；一般 ＝ ３；公平 ＝ ４；很公平 ＝ ５ ３．２９２ ０．８５２

　 安全感 很不安全 ＝ １；不安全 ＝ ２；安全 ＝ ３；很安全 ＝ ４ ３．２６４ ０．６１９

主要解释变量

　 县城人口规模 各省份县城人口占其城市人口比例 ０．１８４ ０．０９７

　 县域经济规模 各省份县域经济占其 ＧＤＰ 规模的比例 ０．２７７ ０．１４１

控制变量

　 性别 性别（男 ＝ １；女 ＝ ０）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０

　 年龄 年龄（岁） ４５．６７５ １４．３８５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未婚 ＝ １；其他 ＝ ０） ０．１２７ ０．３３２

　 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１；其他 ＝ ０） ０．０６９ ０．２５７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 ＝ １；高中以下 ＝ ０） ０．２９４ ０．４５５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很差 ＝ １；差 ＝ ２；一般 ＝ ３；好 ＝ ４；很好 ＝ ５） ３．６１６ １．００４

　 家庭成员数 家庭人口总数（人） ４．５１２ ２．０５５

　 家庭男性比 家庭男性成员人数占比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８

　 １６ 岁以下家庭成员占比 家庭中 １６ 岁及以下家庭成员占比 ０．１７０ ０．２４７

　 ６０ 岁以上家庭成员占比 家庭中 ６０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占比 ０．５０８ ０．１７２

　 家中党员数 家庭中是党员的成员人数（人） ０．２５１ ０．５６５

　 礼金支出额 家庭去年支出的礼品礼金额（元） ５．４４３ ３．７８０

（三）模型选择与说明

本部分探究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具体考察县城人口规模

和县域经济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公平感和安全感的影响。 为此，构建如下模型：
Ｙ ｉ ＝ α０＋α１ Ｃ ｉ＋α２Ｘ Ｉ＋α３ＸＶ＋ε ｉ

Ｅ ｉ ＝ β０＋β１Ｃ ｉ＋β２Ｘ Ｉ＋β３ＸＶ＋ε ｉ

Ｚ ｉ ＝ δ０＋δ１Ｃ ｉ＋δ２Ｘ Ｉ＋δ３ＸＶ＋ε ｉ

其中，Ｙ ｉ 表示居民幸福感，Ｅ ｉ 为居民公平感，Ｚ ｉ 为居民安全感。 Ｃ ｉ 表示县城人口规模或县

域经济规模；Ｘ Ｉ 为农民个体特征变量构成的向量，ＸＶ 为家庭特征变量构成的向量；α０、β０ 和δ０ 为

常数项，α１、α２、α３，β１、β２、β３ 和δ１、δ２、δ３ 为待估计系数；ε ｉ 为残差项。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１ ．“做大”县城的福利效应：县城人口规模与居民福利水平

表 ２ 汇报了县城人口规模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可以发现，县城人口规模均显著提

高全体民众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安全感。 这意味着，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做大其规模、拓
展其人口聚集体量能够有效提升城乡居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３２

第 １ 期 罗必良，耿鹏鹏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表 ２　 县城人口规模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变量
幸福感 公平感 安全感

（ １） （ ２） （ ３）

县城人口规模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６）

性别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婚姻状况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１）

政治面貌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３）

健康状况 ０．２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

家庭成员数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家庭男性比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６）

１６ 岁及以下家庭成员占比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６０ 岁以上家庭成员占比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１）

家中党员数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礼金支出额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２．９１２∗∗∗（ ０．０６５） ２．５２１∗∗∗（ ０．０６３） ２．７４８∗∗∗（ ０．０４５）

观测值 １３７０１ １３７０１ １３７０１

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注：∗ 、∗∗ 、∗∗∗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为了验证上文估计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基于对中心城市发展与居民福利水平之间关系的

考察进行反事实检验。 表 ３ 估计了中心城市的相对规模①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结果表

明，中心城市相对规模越大，越有益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但会显著降低农村居民

的幸福感和公平感。 不同的是，中心城市相对规模的扩张对于整体的公平感是负面的，表明以

大城市为中心的“大国大城”的发展模式会损伤全社会尤其是农民的公平感。
表 ３　 中心城市相对规模与城乡居民福利水平

变量
幸福感 公平感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中心城市相对规模 －０．００１

（ ０．０５１）

－０．２５３∗∗∗

（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４∗

（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６∗∗∗

（ ０．０５３）

－０．２３１∗∗∗

（ ０．０７３）

０．１９８∗∗

（ ０．０８０）

人均生产总值（对数） ０．０６７∗∗∗

（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９∗∗∗

（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４∗∗∗

（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５∗∗∗

（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５∗∗∗

（ ０．０２９）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９４５７ ２４９１６ １４５４１ ３９４５７ ２４９１６ １４５４１

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样本范围 全部样本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全部样本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注：中心城市相对规模的估计结果来源于罗必良和洪炜杰 ［２］ 的研究；∗、∗∗、∗∗∗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

２．“做大”县城的公平效应：县城人口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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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关注并明确县域城乡融合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节采用两种方式测度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将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数据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匹配，将农户人均收入与农户所在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表 ４ 第（１）列） ；二是计算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

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将农户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另一代理

变量（表 ４ 第（２）列） 。 以上两类比值越接近 １ 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比值越接近于 ０ 表明城

乡收入差距越大。 表 ４ 的估计结果显示，县城的人口规模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表

明，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可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对化解城

乡分割的历史性难题、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４　 县城人口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 １） （ ２）

县城人口规模 ０．２２７∗∗（０．０９３） ０．１０７∗（０．０６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４７１∗∗∗（０．０４９） ０．３９０∗∗∗（０．０３４）

观测值 ５２７２ ４８２４

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３． 县域内外农民务工、务工收入与福利水平：一个比较

农民工回流现象已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迁徙的新特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３．３％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９．９％，而本地

农民工占比则从 ３６．７％提高到 ４０．１％。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回流

劳动力比例显著提高，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０２％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６．６０％。 本节进一步根据务工地

区的差异将农民工区分为县域内务工和县域外务工，考察工资性收入增长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

影响。 表 ５ 的估计结果显示，县域内务工的农民工，其工资性收入对其幸福感、公平感和安全感

均有正向影响，显著提高了其公平感和安全感；但对县域外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工资性收入的提

高不仅无益于提高其福利水平，还会显著降低其安全感。 事实上，远距离外出农民工往往面临

着人户分离、地域分割、融入隔阂等一系列问题，由此陷入“福利诅咒” 。 相反，以县域为载体的

城乡融合发展无疑能够有效缩小其文化距离、心理距离和社会认同距离，实现“进得来，留得

住” ，提高农民工的获得感。
表 ５　 县域内外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影响

变量

县域内务工 县域外务工

幸福感 公平感 安全感 幸福感 公平感 安全感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６）

工资性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０．０１１）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９１１∗∗∗（０．１５１） １．９３９∗∗∗（０．３１７） ２．２６８∗∗∗（０．２３０） ５．１０５∗∗∗（０．８３８） ３．６７１∗∗∗（０．７９６） ３．１６４∗∗∗（０．５５３）

观测值 ５６８８ ５６８８ ５６８７ ４１５ ４１５ ４１５

Ｒ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４ ０．５８１ ０．４８４ ０．１７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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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县域经济发展、县域内城乡融合与居民福利水平

县域内城乡融合，在本质上可以表达为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是作为融合过程的要素流动，二
是作为融合结果的福利改善。 表 ６ 分别汇报了县域经济发展对两方面融合的影响的估计结果。
为了考察融合过程中的要素流动，本节利用 ＣＬＤＳ 问卷中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项“与本地人

交往频率” 、“本地定居意愿”和“本地入户意愿” ，来表征县域内农民工的融入状况。 估计结果

显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民工不仅与本地人交往频率更为密切，而且有更为强烈

的定居、入户意愿，从而表达了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与县域城镇化的可能性趋势。 同时，进一步考

察县域经济发展对县域内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县域经济发展规模越大，越
有益于提高县域居民的幸福感、公平感和安全感。 这意味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造福城乡、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策略选择。

表 ６　 县域经济对城乡融合与居民福利的影响

变量
农民工县域融入 县域居民福利

本地交往频率 本地定居意愿 更换本地户口 幸福感 公平感 安全感

县域经济规模 １．１５３∗∗∗

（ ０．３５４）

２．９５５∗∗∗

（ ０．４６２）

０．５８０∗∗∗

（ ０．１７９）

２．５５２∗

（ １．４４２）

１．９５６

（ １．４７４）
０．４１４∗∗∗

（ ０．０４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９７９∗∗∗

（ ０．４２０）

２．２８４∗∗∗

（ ０．４６８）

１．１７７∗∗∗

（ ０．１９０）

２．２００∗∗∗

（ ０．４５９）

１．９６９∗∗∗

（ ０．４９７）

２．７８４∗∗∗

（ ０．０５３）

观测值 ３１５ ４２７ ３５３ ９３２３ ９３２３ ９３２１

Ｒ２ ０．１４４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９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六、结论与讨论

促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绝非简单的经济问题或要素流动问题。 本文不仅揭示出中国“城”
与“乡”关系演化格局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而且剖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情境中的制度根

源及其约束。 分析表明，在宏观上要实行战略调整，实现“大国大城”与“大国小城”两条腿走

路，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将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阶段性策略。 本文的主要

结论是：
第一，主流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涓滴经济理论，并不能成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选择逻辑。

中国过去的经济极化与大城市扩张的发展模式，通过动员和调动乡村资源，走的是一条低成本

（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发展路径。 这种发展路径不仅未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有

效化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反而带来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 两大理论假说对中国来说

只可视之为一个“神话” ，而非中国未来城镇化道路与经济发展的良策。
第二，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与乡村存在着长时期的分割关系，古代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剥削

和歧视形成了“顽固”的心理城墙，而广大村域形成的可自我实施的非正式秩序和生活内圈也

构成了共同的生存共识和排外壁垒。 可以说，城乡融合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化解文化隔阂、融聚社会认同、构建发展桥梁的社会问题。 因此，应该从历史

遗产的角度重新审视并理解县域内城乡融合的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三，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由制度遗产所带来的内生性难境。 分税制改革及其直接所

诱发的 ＧＤＰ 偏好与谋求土地财政，成为“大城市偏向”的重要制度根源。 在中心城市不断扩张

的同时却带来了小城镇发展的严重滞后和农村发展的凋敝与式微。 因此，做大做强县城，推进

农村城镇化，通过“大国小城”盘活农村资源，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成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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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价值的重要策略选择。
第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就地就业与县域城镇化。 因此，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

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

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中国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制度改革，能够广

泛动员农村资源并支撑“大国大城”的发展模式，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做大做强县城，推进

农村城镇化，必然会盘活农村资源，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未来可能的改革重

点是：第一，推动体制改革，取消“市管县” ，回归“省管县” ；第二，促进城乡融合，既要开放县城

与中心镇的“城门” ，更要打开“村门” ，打破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化解农村土地制度的封闭性

与村庄集体成员权的排他性 ［３１］ ，促进要素的流动尤其是向县城与中心镇的相对集中；第三，推
进乡村“镇”兴，打造小城镇产业集群，形成县域（县城） 、乡镇（中心镇）与村庄（中心村）的联动

融合，通过功能分工与城市群、都市圈对接，融入经济大循环与统一大市场，将是加快推进我国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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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ｅ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 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 ｍｏｄ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ｂｉ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 ｂｉ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ｉｇ ｃｉｔｙ” ，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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